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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谈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 
 

梁  雷 
（哈佛大学音乐系，剑桥，美国， 02138） 

 
本文原载于《星海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摘要］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美国教育的成功，是美国教育200余年提倡“思想自由”与“政治

自由”同等重要的结果。其教育特点是，重视通识教育，而非应试教育；鼓励学生直接接触原典，主动
地、独立地去理解、分析、归纳和判断，提出新颖的看法；认为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教育是一个不完整
的教育；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想象力；提倡学生们具备一种“全球”的、“多元”的世界观，尽量避
免学生产生主观的、过于简单的、极端的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一个现
代的民主社会需要的是有思辨能力的、能做出理性决定的、并关切全人类福利的世界公民。 

［关键词］哈佛大学；鉴赏力与想象力；自由与真理 ；学位与学养；人类福利与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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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一个音乐家庭。17岁去美国读书，25岁时被哈佛大学聘为青年院士。后来我又通过在哈佛

攻读博士学位和担任助教参与教学的机会，对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有些个人的体会，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在谈哈佛大学的教育之前，我想先从我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说起。因为从某些方面看，它给我的教育与后

来哈佛大学所给我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的第一所学校是我的家；我最初的老师是我的父母。我4岁开始学习钢琴，却是一个非常不专心的

学生，经常离开作业，弹奏一些头脑里的“音乐”。当我这样走神“乱弹琴”的时候，父母常常会问我：

“你在弹什么呢？”我说：“不知道。”但他们没有责怪我，因为他们从“乱弹”的声音中听到了“音

乐”。我的父母能保护我的音乐想像力，让其自由发展，这是我人生的幸运！ 

尽管我小时练琴不用功，父母对我的教育却一直以鼓励为主，并以我喜爱的邮票作为奖励。从6岁起，

我每“写”出一首作品就能得到一张邮票。我父母还帮我把随手弹出来的曲子录音，后来又教我记谱。

如果当时没有父母的呵护，我童年时期的“作品”恐怕早已丢失了！现在我有时也会遇到爱“乱弹琴”、

能创作优美乐曲的学生。但他们这种自由表达往往遭到了家长的干涉。我很为这些孩子忧虑，希望他们

的老师和家长能对学生和子女的自由想像加以保护和培养。 

我从11岁开始跟周广仁教授学习钢琴。周老师根据我的特点，为我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案。我

记得她特别注重训练我的速读能力，每个星期都为我带来几首我没有弹过的作品，如巴托克的《小宇宙》

等。这类作品既练习了我的速读能力，又提高了我对现代乐曲的了解。记得那时，每首试读的作品只许

我弹两遍：第一遍，节奏可以错，但音不可以错；第二遍反过来，音可以错而节奏不可以错。周老师还

有其他的严格训练的方法，使我至今获益匪浅。 

另外，我的家庭音乐环境非常丰富。父亲梁茂春是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者，母亲蔡良玉是研

究西方音乐史和美国音乐的学者。因此我从小就接触到了中西方不同的音乐传统。我小学快毕业时，面

临究竟上普通中学还是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选择，记得周广仁老师向我父母建议让我上普通中学。她

认为这样可以为将来的发展打下更好的文化基础。于是我去了北京市重点学校第80中学读初中。这是在

周老师影响下作出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为此，我一直非常感谢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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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学科学习。我永远感激给我了最初的音乐专业训练的附

中老师们，包括李滨扬老师、郭文景老师，还有曾经教过我父母的何振京老师及沈灿老师。教我视唱练

耳的是朱有臻老师。记得有一次考试，朱老师给我80分。她对我说，“你其实是够资格拿90分的，但因

为是你，我只给80，希望你更加努力。”这种既充满关爱又非常严格的“特殊教育”一直使我感激不尽，

终生难忘。可以说，我的“耳朵”是朱老师给的。 

 

进入哈佛大学之前 
 

我17岁时在舅公一家的资助和担保下离开北京去美国读书。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一到美国，一切

都要从零做起。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一天只有一美金的伙食费。那时一顿便宜快餐大约要三四美金，

我是以大减价时买的方便面为主食的，还发明了一美金的不同做饭方法。各种各样的工作我都做过，比

如在餐馆端盘子啦，给人溜狗、剪草、刷油漆啦，甚至还帮人盖过房子！印象最深的是在中餐馆打工时，

老板要求穿黑色的鞋。我买不起，就捡了双人家不要的鞋穿。因为鞋不合脚，脚被磨得流血。打工虽然

辛苦，回到家躺在床上数钱时，却感到快乐。 

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都是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上的。在查尔斯河的对岸就是哈佛大

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我喜欢综合性大学的学习环境，总觉得音乐学院的课程太狭窄，满足不了我多方面

的兴趣。所以，我常常去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看书，有时还旁听一些课程，比如世界宗教史、现代建筑、

哲学、科学史、美术、人类学等等。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在东亚地区以外的馆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图

书馆之一，尤其出名的是这里收藏了大量元明时期的善本书和孤本书。我就是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一

点一滴地找到了中国的文化。说起来令人惭愧，很多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著作我是在国外才读到的，很多

影响我至深的中国书籍也是在海外才注意学习的。 

那时读书还有一个手抄的习惯。为省钱，我常常把喜欢的书抄下来。记得我手抄过的书包括敦煌本

的六祖惠能《坛经》。《坛经》这本书曾被钱穆先生称作“中国人不能没有读过的十本中国书”之一，可

我在国内上学时从未接触过。依钱先生的标准，我没有成为文化上合格的中国人。当时我有非常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但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虽然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是中国人，并为此骄傲，但是从文化和

精神的角度看，我非但不感到自豪，反而感到极大的空虚。我不能不承认对自己的文化非常无知。这是

非常可悲的，尤其我的民族自豪感与内心中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两者间强烈的反差更令我惭愧。民族主义

在今天的中国是国人一致认同的精神凝聚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取代过去一切曾经流行的信仰。

但我逐渐在自学的过程中体会到，“民族自豪感”掩盖不了自己的“无知”与“空虚”，我们需要的是

真正的自信心。 

读书有时也带来意外的缘分。潘天寿先生的《画语录》是我手抄过的书之一。一次，我在纽约的朋

友家遇到一对夫妇，交谈中说到潘先生的艺术理论。我非常兴奋，背出很多他的画语。这对夫妇非常感

动，原来这位先生是潘天寿先生的公子潘公凯老师。后来潘老师夫妇把他们家收藏的最后一本潘天寿《画

语录》送给我，留作纪念。我非常激动，这本书一直珍藏在我钟爱的书架上。 

我在图书馆还接触到很多线装书。后来，我有幸住在赵元任先生的长女、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家，

接触到了很多赵元任先生的藏书，比如线装的《四部丛刊》等。当指尖触摸着柔软的宣纸，眼睛看到柔

和的淡黄色，脑海映入大大的竖行方块字时，我经受到了精神与感官的全方位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

不仅在思想上触及到中国文化，而且仿佛在身体感官上也“触摸”到了一个失去了的“中国”！这种感动

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我想，我心中的中国就是在这种精神与感官的“品尝”和“触摸”中逐渐自己建

造起来的。这个“中国”与我生活过的“中国”产生出了距离，或许是虚幻，是梦，但由于它，我的内

心逐渐变得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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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还意识到我在国内的中学学习中国文化时，很少读原典原著，阅读的往往是

被教材挑选好，由教育部门“咀嚼”过的“中国文化”，已经远远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到了美国

后的自学过程中看到的是原典，如同直接向孔孟、老庄、佛陀请教，发现他们个性强烈，言语活泼，思

维不羁，充满幽默。更感到过去所受的教育，严重误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所以，我学习的结论是，

在具备了一定知识基础的条件下，学习的最好方法是直接接触原典，自己分析、领悟和归纳，对原典的

内涵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要通过中介者的过分干预，造成误导。 

我在读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时还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罗伯特·科根（Robert Cogan）教授。他原先在普林

斯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是著名作曲家罗杰·塞深斯（Roger Sessions）。他对我说，“我的老师曾对我说过

一段话，我也告诉你。他说，‘学习音乐的过程就像一棵树的成长。树的根要扎得很深很宽，要花很长的

时间一点一点地、有耐心地慢慢积累，坚持成长。’”这棵树的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哈佛大学院士协会对我的影响 
 

哈佛大学有个“院士协会”（Harvard University Society of Fellows），创办于1933年。这是个非常

特殊的机构，采用与博士学位不同的方式鼓励和支持杰出的年轻学子自由地学习和研究。其发起人和创

办者、已故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针对当时哈佛大学体制上的缺陷，说：“我们已

经走到整批地培养庸人的境地。”“假如一个青年具有突击队员的素质，就不该把他当作步兵来培养。”

“我并不想蔑视博士学位，而是想创造一种代替的方式，以便更适合于鼓励那些罕见的、独立的天才。”

他和他的同事认为对这种人才“给予其自由”是最好的原则。因为有了这个原则，哈佛大学院士协会从

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不从属于任何学院，但保持与各学院的互动。院士协会每年从全世界提名、

挑选8至10人聘请为“青年院士”。他们在哈佛大学享有三年的副教授待遇，却没有教学任务，可以专心

致志、自由地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和研究。院士协会成立至今，已经产生了16位诺贝尔奖金得主，其中“资

深院士”和“青年院士”各有8名。他们当中包括大家熟悉的发现去氧核糖核酸（DNA）的遗传学家沃森

（James Watson）和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丁（John Bardeen）等。 

1998年，我即将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获硕士学位，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意外地收到哈佛大学

院士协会的来信，通知我已被提名为青年院士，约我去面谈。面谈后不久，便受聘为青年院士。我在就

任的三年期间，真正体会到哈佛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自由独立的教学理念和资深院士们崇高的学术品

德与人格。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被正式聘任的第一次晚餐前，有一个就职仪式。由当时任哈佛大学的校长宣读誓

词，带领我们宣誓就职。这篇“哈佛大学院士协会青年院士就任誓词”是洛威尔校长（Lowell）写于1933

年的， 它清楚地概括了院士协会的学术宗旨。现在翻译如下： 

“你入选本院士协会是因对你在学术领域中作出重要成就之厚望，及你在知识与思想上作出显著贡

献之承诺。此承诺，你需尽全部智识与道德力量去实现。 

你应实践学人的美德，摒除其弱点。你当尊敬前辈——正由于前人的探索才有你今天的起点；也当

帮助后来者，进而继续你拓展的事业。你的目标是知识与智慧，而非名利。绝不占有他人的成绩，也绝

不因他人获得更好的机遇而生妒嫉之心。 

你所追求的是一远大的目标，并永不为已取得的成就而自满。所有的成就与发现都应被你视作每位

追求真理的学人从不同角度共同努力探索的、更辽阔的图案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哈佛大学院士协会的青年院士，你将终生为此目标而献身。“ 

这篇誓词像一面镜子，我时时要拿它来观照，检验一下自己。 

我在院士协会的最可贵的经验是亲身体会到了什么是代表哈佛大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环境。在这里不

仅可以接触到不同学科的青年学者，而且可以受到具有很高学术风范和人格力量的资深院士的熏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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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试结束后的餐会上，有一个印度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这个学科当下最重要的发展是什么？”

提出这个尖锐问题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 森（Amartya Sen）。他非常博学，涉及的领域

非常广，包括哲学、文学等，同时又是一位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学者。他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在福

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对世界贫困国家的经济体制及“饥荒”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他的一

个重要的学术贡献是通过对历史史料和数据的严格分析，证明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所谓“饥荒”都不是

自然灾害所造成，而是人为的错误管理和行政失误所造成的。森在英、美生活多年，但一直保持印度国

籍。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在去瑞典的路上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盘问。因为他持的是印度护照，莫须有地被

怀疑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任凭这些人的刁难，直到接受瑞典国王的接待时，才发表演说，批评发达

国家对第三世界公民的不同等待遇，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来自第三世界公民天天要面对的不公平与骚

扰。 

另一位曾于１９５１年被聘为青年院士的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除了在语言学，

尤其是对语言的“转换生成语法”、“深层结构”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是一位出名的左翼知

识分子。他的文选的前一半常常是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后一半是他的政治研究论文。记得在“九一

一”恐怖主义袭击纽约后，小布什宣布“反恐战争”。当时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片沉默，只有

乔姆斯基这样的学者站出来，发表文章和广播电视讲话，检讨美国多年来实行的不平等外交政策，提出

“恐怖主义”的根源恰恰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强权策略。他提出，如果套用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

定义，那么美国自己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政府如果不彻底检讨自己错误的外交政策，

其“反恐”的结果只能是留下更多、更深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作为一个犹太人，乔姆斯基却强烈批

评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与其他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成立组织，要求对以色列的种

族主义政府进行经济制裁。 

在哈佛大学院士协会接触到这样的学者，使我对美国优秀学校的教学理念有了更深的体会。我认为

他们所代表的首先是学术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美国发展至今，最值得骄傲的，并为全世界所公认的，

我认为应首推教育。目前，全世界75%的最好的学校在美国。10所最重要的大学中有7所在美国。排名第

一的哈佛大学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美国的教育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与其200余年来推崇“思

想自由”，并将学校作为具有与政府抗衡力量的独立地位的理念有直接的关系。而哈佛大学院士协会的

学者正代表了这种精神。 

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教授埃德蒙·佩莱格里诺（Edmund Pellegrino ）曾说，“人的政治自由是由人

权法案及其修正案所保护的；思想与精神自由是由一个解放人的思想的教育所保障的。政治自由保证我

们能自由地表达我们的意见；一个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保证我们所表达的意见本身是自

由的。”他这段话概括了美国对教育的根本认识。美国前总统杰弗逊曾主笔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又

成为民主党的前身共和主义派别的领袖，并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他从政界退休后，实现了他一生最大

的梦想之一， 就是成立“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并任校长。他的教育哲学是：“民主是优秀人才的贵族

统治”，而“只有经过启蒙的人才能在民主的体制下成功地自我统治”，而这样的教育体制必须免费提

供给所有的公民。他于１７８９年提出的《知识传播法案》就是以此为目的。他认为，每一个美国公民

都应接受三年的义务教育，目的是，经过三年的学习，公民就应当具有读报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能力，

于是就可以通过办报来起到对政府的新闻监督的作用。受过教育的人们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理解，在任何

时候和情况下准确地发现各种伪装了的暴君。他主张美国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增强人们的辨别力和新

闻监督的能力来保护民主。 

依我看，这个法案的提出，是人类历史中闪光的一页。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对教育的认识，这

些认识取决于当时社会的需要。西方历史中，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经过中世纪对“教

士”的培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和现代科学“专”的产生，每一个时期对“受过教育的人”

的理念都有所不同。封建时代和专制体制所需要培养的是没有独立思想的“有技能的工作人员”。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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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体制下，必然只强调人的技能训练，同时禁锢个人的独立思考。杰弗逊的这个法案的提出，是启蒙

运动思想的展现，是第一次把人的思想自由作为教育的理想，并把“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的重要

性相并列。 

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他还曾提出“没有自由，

真理就得不到发扬”，说得一针见血。如果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和成见，就必

然失去了发现真理的必要条件。这是关系到治学的原则问题。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也是同样的主张。陈先生和蔡先生的话说明我们中国的学者中的确有过对启蒙思想有极深认识和体会的

思想家。 

哈佛大学院士协会并没有奢华的办公楼与会议室。青年院士们的办公室是在哈佛广场中央附近一栋

简朴的浅黄色三层小楼。院士们一起用餐的饭厅位于一所学生宿舍内，是一间朴素典雅的饭厅。正因为

它的“不宣扬”，在学校中有时人们称它是哈佛的“秘密协会”。这个协会与政治、商业集团没有任何

关联，既不依赖其他组织的在经济上的支持，也不受任何外界的干预，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绝对自由。凭

借这种学术自由，并依靠多年不断的坚持与努力，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人们说它聚集了哈佛大学“精英

中的精英”，并被誉为“学者的天堂”。在美国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波士顿恰似美国的雅典；哈

佛大学恰似雅典的神庙，而哈佛大学院士协会则是神庙中的神龛。” 

与哈佛大学院士协会的简朴作风形成对比的是，我在国内各地看到很多地方大兴土木，建造新校区，

兴建大学城。投资的目标大多集中在建造辉煌宏伟的大楼和购买豪华的设备，但在人力资源方面有没有

做出同样的努力呢？我见到有的学校建起雄伟的“图书馆”，但里面没有多少藏书。学校的校长办公楼

看起来更像是世贸大楼。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这是针砭时弊的警言。 

我们有决心实现普及教育，并为教育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这固然是好事，但很多学校为了达到表

面的成功，通过不断合并、扩大招生和增设专业，形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象。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教

育从数量上突飞猛进，而不以保证质量为前提，其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质量与数量成反比，迅速跌落。

一流大学并不一定在于人数多、大楼高、面积大，更重要的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条件下，真正提高教学

的质量和学术氛围。否则只能是一个“大跃进式”的、自欺欺人、好大喜功的假象。 

 

哈佛大学的教学特点 
 

我在哈佛大学的经历比较特别。我是刚取得硕士学位，就受聘为哈佛的青年院士，后来又在哈佛攻

取博士学位的。我在读书、受聘和教学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它的教学的一些特点。下面试图归纳一下我

的体会，介绍给大家。 

哈佛大学教学的第一个特点，是通识课（即共修基础课程）的门类非常广，其目的是通过给每一个

本科学生广博的知识基础，来培养学生的辨识力。每一个本科生都必须用两年时间选修通识课程，其中

包括历史、哲学、艺术、外国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这种安排与欧洲和东亚的著名学校都非

常不同。在欧洲与日本的学校，学生可以相当早地选择主修专业，并且很早就开始专业化学习。哈佛大

学（以及其他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通识课程的学习目的，不是让学生大量地吸收知识，而是让学生通过

学习“去了解掌握知识的方法。”换言之，它的目标不是让学生们记住大量的信息，而是逐渐培养学生

们的“辨识力”和“鉴赏力”。有一个英文词说得好, “an educated eye and ear”，可以说是“开启学生

的眼与耳”，也就是培养一双训练有素的、有辨识力的眼睛和耳朵。  

哈佛大学讲授通识课程的教授往往是学校中最知名，最受尊敬的学者。一开始我觉得让一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教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岂非一种浪费？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这后面的智慧和远见：当一个学生刚

刚开始接触一门新的学问时，启蒙老师最重要。如果学生一开始接触的就是这门学科最顶尖的学者，用



 6 

最高的思想境界开启他的头脑和眼睛，传授治学的方法和治学态度，这个学生就会对这门学科的深刻与

奥妙有更准确的理解。我在哈佛听了不少这样的课程，并注意到有很多学生，正是因为得到这样高水平

学者的引导和感化，直接受启发于他们对这门学科的深刻思考和体会而决定终生献身于一门学问。顶尖

学者给予的启蒙，影响力无穷。 

哈佛大学教学的第二个特点是鼓励学生直接接触原典原著，自己主动地、独立地去体会、分析、归

纳和判断这些原典，通过自己思考，对原典提出新颖的看法。这一点，我可以用我教过的音乐理论课程

为例。 

我教的一门课是主要为本科生音乐专业设立的音乐理论课程。内容包括和声、对位和作曲。我们在

教传统和声时，不用任何教材，而让学生们直接接触巴赫的圣诗合唱曲。我们认为，任何教材都是理论

家们总结经典作品中的和声所提出的个人观点。而最好的学习方法，不是让学生们去生背硬套这些现成

的理论，咀嚼别人吃过的食物，而是让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自己直接向巴赫学习。通过对巴赫作品

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我们鼓励学生们主动地去发现、认识巴赫应用和声时的规律和特点。 

巴赫生前教授作曲时，也是用圣诗合唱曲作为和声的入门教材。我们挑选了一个包括389首合唱的曲

集，每一个学生必须深入地了解其中１０首。当我们讲到一个题目时，课堂上基本是用讨论的方式进行

的。比如，当我们探讨弗里吉亚终止式这个题目时，每一个学生，都要从自己了解的10首作品中找到曲

例，进行分析，掌握巴赫处理这个终止式的不同方法。结果是非常多样的。 

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比任何教材所能教给学生的内容都要丰富。比如，一般教材中往往过于简化

地说，平行五度不能应用。但我们的学生们直接向巴赫学习，发现巴赫巧妙地应用平行五度的例子。这

样的发现对启发学生的思考和艺术想像力非常有帮助。这也印证了我前面说过的话——直接接触原典是

避免被教材误导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鼓励学生们直接与原典对话。当然，这些学生是在已经有一定素

养和基础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这个层次的探讨的。 

哈佛大学教学的第三个特点，我认为是他们对学生的“精神信仰”的关注。哈佛大学对教育有这样

的看法，“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教育是一个不完整的教育。”一所学校除了提供给学生“技能的训练”之
外，必须让学生们感受到对人生的“精神感召”和“生命的终极目的”的追求。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是个“不

完整的人”。 

美国社区大学协会的主席大卫·皮尔斯（David Pierce）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一个社会不能

只依赖面包 ，它也需要诗歌。教会人们如何工作给予他们谋生的手段,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则给予他们生活

的目的。”精神追求并不是指信仰某某“主义”或宗教，而是指要意识到只有物质追求的生命是不完整

的。诗歌、音乐、艺术、信仰、爱好，都可以成为弥补这种精神上的需要，使生命更完整、充实。 

我曾经听过哈佛大学宗教学院的世界宗教课程。哈佛大学建校时本来是一个培养牧师和神职人员的

场所。现在的宗教学院不再是培养神职人员和灌输宗教思想的地方了，其课程也已经现代化。在这门课

上，老师让学生们阅读世界不同文化的重要原典。要了解伊斯兰教，就直接去读《可兰经》，要了解佛

教就直接读《法华经》等佛经。通过学生们的讨论，大家对这些宗教中对“神”、“爱”、“慈悲”等

观念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被高高在上的教授进行“灌输”。他们鼓励学生自己思考、分析、判断的

教学方法，我认为非常值得借鉴。因为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们可以直接“向圣贤学习”，提高他们的主

动性，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训练了他们的思辨能力。 

哈佛大学教学的第四个特点是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想像力。我说的“独立精神”是“独立”而非

“孤立”。我们反对的是一种人云亦云的思想态度，因为那是专制社会教育的特点。民主社会提倡的是

个人的独特、新颖、理性的思维。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艾尔弗雷德·怀特黑德（Alfred Whitehead，他曾是哈

佛大学院士协会的资深院士）曾经为“大学”下了一个令人思考的定义。在他1929《理想的大学》（Ideal 

University),  他写到，“傻瓜有想象而没有知识，呆子有知识而没有想象。大学的责任是将想象与知识

牢固地衔接起来。大学如果没有想象力就什么都不是，失去想象力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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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鼓励学生们经常问自己几个问题，“How do we know? Why do we believe? What is the evidence?” 

不要轻信老师或是书本、报刊上的信息和结论，而是常带着怀疑的态度寻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为

什么相信？证据是什么？”只有善于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才是经过思维训练、思维缜密而丰富、头脑不

过分简单的人。 

学生学习，不是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自己主动、自觉地思考和发挥想像力。更不是背书。学习也

不是仅仅为了“应试”。重要的是学生能够分析书中的内涵，自己能够归纳、概括，并能用自己的语言

表达出一种新颖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学生真正掌握了学习的方法。 

哈佛大学教学第五个特点是提倡学生们具备一种“全球”、“多元”的世界观。在哈佛大学广场的

商店里，我曾看到过印在杯子上的一句话，说，“The world is our campus.”（世界是我们的校园。）究

竟什么是“全球”的观念呢？首先，要区别两个英文词。一个是“international” (国际)，另一个是“global”

（全球）。“国际”这个词意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意味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而“全球”这个词则意

味着把整个地球看作是一个“整体”，没有界限。 

哈佛大学鼓励学生们“从全球性的角度思考，采取地方性的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这种思路有几个不同层面的含义。第一，要学生们打破“欧洲中心论”的迷信。西方世界长期以来没有

对世界其他文化有充分的认识，并且错误地以为自己的文化的发展是独立于其他文明的。另外，西方人

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对其他文明和种族的依赖和所欠的债务。这是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和认识

的。第二层含义是让学生们认识到，我们所说的任何“知识”都是一种社会产物。它反映了知识的创造

者的观点、经验和价值观。应该认识到所有的“知识”都是被人创造的，并随着创造知识的人的观点与

价值观的改变而改变。“知识”的内涵永远在变化着，不是绝对的、不变的。第三层含义是，“全球性的

思维”意味着“超越对个人的关怀，并且要超越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关怀，而要进入一种对不同民族

的利益和对全人类的福利的关怀”。哈佛大学推崇的是“公民义务”，并认为“公民义务不等同于盲目

的爱国主义”。它鼓励学生不要盲目爱国，而要用自己的思考，用带有怀疑的眼光去看待政府的宣传。

这样，才是训练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所必须和能够履行的公民义务。 

哈佛大学的教育希望培养出来的是理性的“公民”。不仅做美国的公民，而且要做世界的公民。他

们尽量避免学生产生主观的、过于简单的、极端的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 

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需要的是有思辨能力的、能做出理性决定的、关切全人类福利的世界公民。 

 

学养的标准 
 

对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我想通过“学养的标准”作为小结。 

有两个英文词需要解释一下：一个是“education”，可以翻译成教育。另一个词是“educated”，直

译是“受过教育的”，我在这里翻译成“学养”。“教育”与“学养”不能等同；同样，“学位”更不

能等同于“学养”。上过大学的人不一定有学养，有学养的人不一定上过大学。如果没有受过广义的教

育，也不可能有学养。 

现在国内有各种高学位的人很多，但是否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呢？取得高学历是否就

意味着具备真才实学和严肃的治学态度呢？当年清华的曹云祥聘陈寅恪，北大的蔡元培聘梁漱溟，而陈、

梁都是没有“学位”的学者，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学位”与“学养”不一定成正比。教育包括有学

位要求和无学位的要求。自我教育也是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更是一个有“学养”的人必须具备

的自我要求。 

下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卢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于1990于“通识

教育的目的”（The Purposes of Liberal Education）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他提出了5“学养的标准”，我

觉得很值得大家思考和借鉴。达到这些标准，则虽没有进入哈佛大学受过训练，也可以说达到了“学养



 8 

的标准”；否则，即使进入哈佛受到最好的训练，也还是不合格。他说的本科通识教育的标准简列如下，

并加上我个人的理解： 

（1）思考与书写清晰明了。如果没有明晰的语言，一个学生就不可能有明晰的思路，更不能明晰地

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2）批判性的思维。不仅仅是对知识有一种表面的理解，并且有自己的批判性的思维判断。我说的

“批判性”不是文革中泛政治性的“大批判”，而是一种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有辨识力的、有深度和

刻度的思维。 

（3）了解广阔的世界。这一点我在前面有关“全球性”的思维阐述中已经提到了。 

（4）思考道德与伦理的问题。 

（5）领域的知识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此外，我前面提到过的帕拉格里诺教授又提出几个标准，我觉得可以作为补充： 

（1）你能在没有老师的带领下独立学习吗?当你完成学业后，面对一个感兴趣的题目，你能不能对

这个题目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作出判断，并为研究这个题目设计一个可行的研究方案，有效地利用时间，

完成资料的收集，并发挥自己的辨识力，理解、归纳，并用清晰的语言提出自己新颖的观点？ 

（2）你是否有独立的思想并忠于自己的理念,而非忠于政党与宗教派系的教条? 

（3）你是否形成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观点，而非依赖报刊评论的观点“人云亦云”？ 

卢索夫斯基在他的著作《大学》中引用了历史上著名的伦敦伊顿公学校长威廉·约翰逊·科里（William 

Johnson Cory）于1861的演讲。我觉得确实说得很好，供大家思考。 

“你在一所好的学校学习,不仅仅为了知识,而且为了掌握学习的艺术和习惯；为了养成专心致志的治

学态度；为了掌握语言表达的艺术；为了能在一瞬间采取一个新的思维；为了能经受压力和他人的反驳

和指责；为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理解他人的思想；为了能用准确并有刻度与深度的语言表达赞成

和反对的意见；为了养成精确观察事物细节的习惯；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地完成工作的习惯；为

了提高品味；为了提高鉴赏力；为了精神的勇气和态度的持重。最重要的是, 你去一所好的学校去认识自

己。” 

 

憧  憬 
 

我是个作曲家，不是教育家，但我梦想中国能有代表世界一流教育思想与学术水平的大学。只有看

到学术的独立和对知识的尊重，才能看到中国文化振兴的希望。熊十力先生曾说，“其国无学，其民族

衰亡徵象已著也。”中国不仅要在经济政治方面努力加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更要在文化和精神方面

逐步取得自尊的资本。现在随处可见商品造假，其表现出来的国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令世人叹

为观止。但那远没有知识的造假可悲和可怕，因为随着知识的造假，失去的是我们的梦想和灵魂！国内

学术界的学术垃圾、剽窃、学术道德堕落、学术腐败、重复研究陈旧观点，以及过分的行政干预等等现

象已经引起很多学人的忧虑和批评。我们国家在振兴教育的过程中，有些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弊端虽然

可以理解，却是绝不能原谅的！ 

“九一一”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大楼的废墟被称作“零点地带”（ground zero，又可译为“爆破

点”）。中国近百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摧残、破坏、毁灭自己文化的结果，我认为就

是“文化和精神的零点地带”！这片废墟不是用虚假的繁荣和强烈而空洞的民族自豪感所能掩饰的。在

一片物质废墟上盖起高楼很难，在文化和精神的废墟上再生则更难。我们必须深深地忏悔和自省，乞回

自己的梦想和灵魂，像蔡元培先生提出的那样，“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我们的路还相当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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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雷简介］作曲家梁雷于１９９８年被哈佛大学院士协会聘为“青年院士”，成为院士协会当时最年

轻的院士，也是协会历史上仅有的几位获选艺术家之一。现在，他是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师从大卫多

夫斯基（Mario Davidovsky)教授。 

（本文根据2004年6月在星海音乐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2005年7月在湖南文理学院音乐系、

南京师范大学及及厦门大学的演讲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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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violent chapters of th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largely disrupted. The result may be called a “Cultural Ground Zero.” China needs to 
recover from the ruins of destruction not only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but also culturally and spiritually. 
Educ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is recovery process. The author sees a great danger in today’s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that compromises the quality and standard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sake of mass－producing 

unqualified graduat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resents his personal view of the American liberal education 
represen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nd advocates the equal importance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political 
freedom.” A liberal education should avoid subjective, over-simplifying, extremist, irrational “nationalism” and 
blind “patriotisms,” as a modern democratic society needs analytical and rational citizens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e welfare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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